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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空間分析看昆明羊甫頭墓地的社會結構 

陳 伯 楨∗、張齡方∗∗、詹大千∗∗∗、張智傑∗∗∗∗ 

摘 要 滇國是戰國至西漢時期興盛於雲南滇池區域的古王國。除了《史記》、《漢書》及《華陽國志》等少量文字記載外，我們對於滇國的理解都來自於考古發現，特別是大量而複雜的墓地。從 1950年代開始，考古學家相繼發掘晉寧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貢天子廟、曲靖八塔臺、澄江金蓮山及昆明羊甫頭等多座大型墓地，這些墓地大多包含數百座以上隨葬品豐富的墓葬，也由於其複雜的現象，造成研究上的困擾。過去有部份學者嘗試用各種統計的方式對滇國大型墓地進行分析，以了解其社會結構、社會階級和性別關係等議題，但少有人對墓葬間的空間關係做討論。本論文將嘗試使用 GIS 的空間自相關分析技術對昆明羊甫頭墓地進行統計分析，探討該墓地的隨葬品空間分布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關鍵字：雲南、青銅時代、滇、地理資訊系統、墓葬、空間自相關 
 

                                                 
∗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
 財團法人農業工程究中心副研究員，通訊作者。 

∗∗∗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中心專案經理。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81：173-203 20‧ 14 

174 

Exploring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Kunming Yangfutou 

Cemetery by Spatial Analyses  

Pochan Chen∗∗∗∗, Ling-fang Chang∗∗∗∗∗∗∗∗, Ta-chien Chan∗∗∗∗∗∗∗∗∗∗∗∗,  

Jr Jie Jang∗∗∗∗∗∗∗∗∗∗∗∗∗∗∗∗ 

ABSTRACT 

Dia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y from Warring States to Western Han 

period in the Dian Lake area of Yunnan.  Except sparse records in Shiji, 

Hanshu and Huayangguozhi, our understanding of Dian all comes from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especially those large and complex cemeteries.  

Since 1950’, archaeologists excavated many large Dian cemeteries, including 

Jinning Shizhaishan, Jiangchuan Lijiashan, Chenggong Tianzimiao, Qujing 

Batatai, Chengjiang Jinlianshan and Kunming Yangfutou.  These cemeteries 

usually include several hundred burials with abundant burial goods; however, 

the complexity of burial goods make difficulties for researchers.  Some 

scholars applied several statistic methods in the analyses of large Dian 

cemeteries for understanding their social structures, social hierarchies and 

gender relations but none of them pay attention on spatial relations among 

burials.  This paper applies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echniques in GIS to 

analyze the Yangfutou cemetery to explore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urial 

goods and their relations with the social structure. 

Keywords: Yunnan, Bronze Age, Dian, GIS, burials, spatial autocore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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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上個世紀九○年代以來，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便逐漸被引介到中國考古學的研究（高立兵  1997；曹兵武  1997；齊烏雲等  2005；劉建國  2007b, 2008；滕銘予 

2006）。地理資訊系統技術近十年來在地表調查及各種聚落型態等屬於大範圍的「遺址間（inter-site）」的分析研究（赤峰中美聯合考古研究項目 200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美國密蘇里大學人類學系 1998；張海 2004；劉建國 2007a；劉建國等 2001）取得相當的成果，然而對於小範圍的「遺址內（intra-site）」的研究，主要還停留在資訊管理的階段（畢碩本 2008），並未能有進一步發揮地理資訊系統強大統計運算能力的功能。本文嘗試由雲南昆明羊甫頭青銅時代的墓地分析出發，同時考慮墓地中墓葬空間因素與隨葬品，試圖找出該墓地空間分佈的規律，並進一步重建其背後所隱含的社會結構。 

 

文獻回顧 

漢帝國文獻中的滇國 從考古學上觀察到以滇池為中心，分佈在雲南中部及東部地區的青銅文化，其形成國家型態的時間應不晚於相當於中原的戰國中晚期，並在戰國晚期至西漢中期達到高峰，並自西漢後期開始逐漸衰落，被中原王朝設置的郡縣所取代。由於在時間與空間和漢代文獻上的滇國重疊，學者多直接將這個時期雲南地區的青銅文化稱為滇文化。 文字上最早對滇國的記載是漢代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西南夷列傳》。從《史記》中看到早期的滇與夜郎、邛都等為眾多西南夷族群中較大的群體。 西南夷君長以什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什數，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長以什數，邛都最大：此皆魋結，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師以東，北至楪榆，名為嶲、昆明，皆編髮，隨畜遷徙，毋常處，毋君長，地方可數千里。自嶲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徙、筰都最大；自筰以東北，君長以什數，冄駹最大。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東北，君長以什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司馬遷 

1982[1959]：2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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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史記》，滇國的形成是楚威王時期（339B.C.-329B.C.）將軍莊蹻出兵所建立的。1
 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以西。莊蹻者，故楚莊王苗裔也。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筰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司馬遷 1982[1959]：2993） 不過這個說法受到後世許多學者的質疑，主要是因為目前在此一時期的滇文化考古遺存中，並未發現屬於楚式風格的器物（張增祺 1979, 2001；蒙文通 1960）。而滇國最確切的歷史記載是漢元狩元年（122B.C.）張騫出使大夏（今阿富汗）時，建議漢武帝可由西南地區經身毒（天竺，今印度）通大夏，不但路途較短，也可迴避匈奴的干擾。於是武帝數度派使臣求身毒道，卻因西邊的昆明國阻攔而未能成行，但也讓漢帝國注意到滇等國的存在。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張騫使大夏來，言居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使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有利無害。於是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使閒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嘗羌乃留，為求道西十餘輩。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身毒國。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司馬遷 1982[1959]：2995-2996） 其後漢武帝先滅了兩廣等地的南越、滇國東邊的夜郎，以及北邊的邛都後，兵臨滇國邊境以勸降滇王。但當時滇王倚仗其與同盟的實力拒絕入朝。於是武帝於元封二年（109B.C.）先滅其同盟勞浸及靡莫後，兵臨滇國。最後滇王舉國投降，受賜滇王印，並在滇設立益州郡，以滇王治理當地。 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誅南夷兵威風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有勞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聽。勞浸、靡莫數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滇王始首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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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故弗誅。滇王離難西南夷，舉國降，諸置吏入朝。於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寵焉。（司馬遷 1982[1959]：2997） 漢武帝在雲南地區設立由中央控制的益州郡，但又同時承認地方政權的方式使得當地的政治情況並不穩定。漢昭帝始元元年（86B.C.）時就發生當地居民與政府的武裝衝突： 後二十三歲，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益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遺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犇命萬餘人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遺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遺軍正王平與大鴻臚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班固 1997[1962]：3843） 類似的中央政府與地方居民的衝突很多，《漢書‧西南夷兩粵朝鮮傳》及《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便記載了王莽時期較大的一次叛亂，我們以記載較詳盡的《後漢書》為例： 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巂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文齊為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溉灌，墾田二千餘頃。率厲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光武即位，乃閒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為鎮遠將軍，封成義侯。於道卒，詔為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范曄 1973[1965]：2846） 即使到了東漢時期，滇地的人民仍是時反時服，漢光武帝建武十八年（A.D.42）即發生大規模的當地居民叛變： 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怜）
[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群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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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疋，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范曄 1973[1965]：2846-2847） 然而每次的叛變都在很快的時間之內平復，隨著叛變的次數與強度的減少，滇國逐漸被融入成為漢帝國的一部份。 

雲南滇國墓葬及社會結構的研究回顧 自 1950 年代以來，中國考古學者在雲南地區發現許多青銅時代至漢代的考古遺址，其中較為著名的多為大型的墓地，包括晉寧石寨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9；雲南省博物館 1956，1959a、1959b，1963）；呈貢天子廟（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5）、呈貢石碑村（昆明市文物管理委員會 1984；雲南省博物館 1980）、江川李家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1, 2007；雲南省博物館 1975）、澄江金蓮山（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11）、曲靖八塔臺（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及曲靖橫大路（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2003）等（見圖 1）。 

 

 

 

 

 

 

 

 

 

 

 

 

 

 

 

 圖 1 本文提及之所有滇文化遺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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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南青銅時代的研究主題相當多樣，除了全面性泛論滇國或滇文化的考古學發現外（肖明華 2008；張增祺 1997, 2001；黃懿陸 2001, 2004），大部份的學者將焦點放在辨識滇國組成的族群 （張增祺 1997, 2001；黃懿陸 2001, 2004；Peters 2002；Wang 

1989）。這些研究試圖透過出土器物中人物的藝術形象，例如髮型、衣飾及互動關係等來對照史料中記載的族群，包括（百）越、靡莫、濮、昆明、羌、叟及漢人等。有趣的是，雖然從這些藝術形象或許我們可以區分出不同的群體出來，但當我們實際研究目前發掘出的各地隨葬品，並未能明顯區分出有強烈相異的風格。換言之，目前發掘出的墓葬可能都屬同一族群，或是隨葬的物品並不是區別族群的顯著指標，或是在遷移融合的過程中發生移風易俗的轉變。 學者們對於滇對外的交流也相當感興趣，例如從大量出土銅鼓的形制討論其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Higham 1996；Kempers 1988；Rudolph 1960），或從青銅牌飾看滇與北方草原的關係（Chiou-Peng 1985）。此外也有學者利用器物風格及青銅器內含鉛量的分析，討論雲南地區滇文化與越南地區東山文化的關聯與差異（李曉岑、韓汝玢 

2011；Murowchick 1989, 2002）。 早期中國學者在談論西南地區社會結構時受到馬克斯及恩格斯唯物史觀的影響，傾向將滇視為奴隸制的社會。如張增祺便由青銅器呈現的圖像指出滇為仍殘存原始公社制度且商品經濟薄弱的奴隸制社會（張增祺 1982）。童恩正在八○年代時依據歷史文獻、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唯物史觀及青銅器呈現的圖像指出西南地區族群分屬不同的奴隸社會制度，其中蜀屬於由征服產生的個體經濟的農奴制，滇是透過戰爭方式取得奴隸後由滇王分配給大小奴隸主驅使其生產勞動的奴隸制，而冉駹則是比蜀或滇更為原始的家長奴隸制階段（童恩正 1987a, 1987b, 1987c）。到了九○年代，童恩正更換解釋的典範，並加入農業風險的大小、自然條件多樣性的程度、生產率、領土面積、特徵和地理位置等考量，認為滇屬於由部落社會經過階層社會的過渡發展到酋邦社會，並從青銅器的圖像中指出滇具有社會等級的出現、集中的決策機構、政治中心、社會產品的再分配和生產專門化、戰爭和暴力、宗教儀式和權威的象徵物，以及貿易和交換等特色，而這個酋邦社會因為漢帝國的侵入打斷了它自己的發展歷程，使我們無法知道它是否會持續發展，最終進入國家的複雜階段（童恩正 1994）。 在受西方考古學學術訓練的學者方面，Francis Allard 主張應導入西方考古學的理論，用以理解滇文化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變遷的歷程（Allard 1998, 1999）。李潤權是第一位運用統計學的方式進行雲南墓葬分類的學者。他以 1975 年李家山所發掘的 22座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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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基礎，將隨葬品區分為 21 類，再運用主成份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及聚類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技術進行討論（Lee 1996）。在主成份分析方面，雖然區分出數個主成份，但每個主成份中包含多種不同類別的器物，以至於難以解釋主成份的意義。李潤權認為這可能是因為相較於其他滇國墓葬，李家山墓葬群的社會地位較高，器物的同質性也因而較高，因此較難區分出主成份上的差異。不過在聚類分析上，李潤權成功地區分出 A、B 兩個群體，其中 A 群墓葬不但有明顯數量較多的陪葬品，同時也有許多未見於 B 群的較佳的陪葬品，顯示 A 群的社會地位高於 B 群。而在
A 群中還可再區分出 A1、A2 兩個群體，A1 中幾乎未見青銅武器、青銅腰扣、銅鐵合金器物，以及青銅製儀式相關器物，而 A2 群則完全未見紡織及青銅罐等器物。李認為這個 A1 及 A2 的區別在於性別上的差異。換言之，青銅武器、腰扣等器物與男性相關，而紡織用具則與女性相關。 在先前的研究基礎上，李潤權再進一步分析李家山、太極山、石碑村、天子廟及五臺山等五座墓地共 218 座墓葬（Lee 2002）。李將超過 100 種以上的隨葬品分為 17類，透過聚類分析的方式將其分為 5 個群體（Ia、Ib、Ic、II 及 III），並依其隨葬品的種類及數量區分為不同的社會階層。他再將 17 類隨葬品放回這五群墓葬的脈絡，認為代表了不同的社會意義。如樂器、貯貝器、海貝、中型儀式用品、牛的象徵物（如銅牛像、牛頭、牛角）、紡織工具、非實用物（如中空槌形物、魚形飾、鋤形物、喇叭形物、杖頭及腰扣狀物）、武器形狀非實用物（如曲斧、圓斧、杖），以及像是箭頭與各式容器（如杓子、杯、壼、罐、鼎）等可能被用在儀式或飲宴等公眾場合的器物，這些器物可能與社會菁英的地位有關。而像是釜、鐲（銅質或玉質）、腰扣、各式武器（矛頭、戟、斧、劍、盔甲）、工具（刀具、魚鈎、鑿、鐮、鑽、鋤、鍤）、紡輪（木質、石質、陶質）及陶器則和社會階級無關，而代表個人（不論菁英或平民）獲致的財富與成就。李潤權同時也強調儘管在沒有骨骼證據下推論過於冒險，但是統計數據顯示青銅紡織工具及各式材質的紡輪應為女性的隨葬品，而武器及銅腰扣則為男性的隨葬品。在這個概念之下，Ia 的群體應為男性貴族，Ib 為女性貴族，Ic 為男性貴族，II為男性平民，而 III則包含了男性及女性的平民。 李潤權的研究提供了後續研究者一個研究的範式（paradigm）。姚輝芸（Yao 2005）選擇了石寨山、李家山、天子廟及石碑村等四個墓地進行相關分析（ correlation 

analysis）、主成份及聚類分析。與李潤權不同的是，姚輝芸將 22 類隨葬品依四個墓地分別進行分析，而非如李潤權將所有的墓地一起混雜統計，同時她也將墓穴的大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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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考量。姚輝芸的研究顯示出滇國不同墓地之間的差異性。石碑村及天子廟墓地的隨葬品不但在數量上明顯少於李家山及石寨山，在隨葬品的形式及質量上也有顯著差異。有趣的是，石碑村及天子廟的主成份分析中顯示青銅武器及銅腰扣與陶紡輪顯著互斥的情形，雖然在未有骨骼保留的情況下姚輝芸並未明確指出此互斥與性別有關，但這或許說明性別可能是這兩個墓地中很重要的區別要素，這點與先前李潤權的研究結果相似。但是李家山與石寨山的墓葬卻呈現不同的情況。在這兩個墓地中未見陶紡輪，而在石碑村中可能做為階級象徵的銅斧則在這兩個墓地中隨處可見。姚輝芸認為這顯示當時滇國的墓地可能有階級之分，石碑村及天子廟代表的是一般平民的墓地，而李家山和石寨山則為較高貴族的墓地。 除了對前述四個墓地的分析外，姚輝芸在她的博士論文中再分析了曲靖的八塔臺及橫大路兩個墓地（Yao 2008）。她依層位、空間分佈及隨葬品風格等因素將這兩個墓區分成若干時段，並嘗試探討其同時限的關係及異時限的變化。其中最主要的是這兩個墓地在與漢文化接觸過程中產生了不同的變化。八塔臺遺址展現出跨文化轉變（transculturation）的情況。由隨葬品來看，當時社會分層的情況加劇，部份漢式的器物（如漢銅錢）被用來做為身份的表徵，但某些漢式的器物也刻意地不被選用。同一時期，橫大路遺址也同樣面臨漢化的問題，但墓葬中呈現的是維持（maintain）及克里奧化（creolization）間的拉鋸。一方面在墓地的空間仍呈現原有的秩序，但隨葬品中卻出現諸如吸收漢風格後的新式陶器等物品，而且這樣的情況以墓地核心的墓葬最為明顯。 吉開將人是較早注意到滇池區域被視為滇文化核心的石寨山文化墓葬分類及分析的日本學者之一（吉開將人 1990）。在考慮墓穴大小、隨葬品總數、特殊性隨葬品的有無等變數後，他將石寨山文化的墓葬分為大、中、小型墓，並將石寨山文化分為四期，主張從二期到三期是石寨山文化社會發展的轉捩點，包括鐵製品、漢式器物、山字形格劍及北方草原風格器物等的增加，顯示石寨山文化統治階層的逐漸穩固。 俵寬司也同樣從墓葬著手對石寨山文化多個墓地進行分析（俵寬司 1998, 2001）。他先將滇池地區石寨山文化依地理空間區隔成以太極山、五臺山、天子廟、石碑村等墓地為代表的北部地域，以及以石寨山和李家山等墓地為代表的南部地域，再依墓穴面積和陪葬品數量分為四個不同等級（level），以對應 A、B、C 三個不同的社會階級（rank），並探討石寨山文化從 I 期（漢以前）到 II、III 期（漢時期）墓葬的變化。俵寬司的研究與李潤權及姚輝芸同樣指出滇池南北地域的墓地有階級上的差異，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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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寨山和李家山的階級較北部的墓地為高。而在 II 期進入漢代以後，南部地域 A 級墓開始採用外來的漢式器物做為威望物，以強化其權力。到了武帝設郡（公元 109 年）後的第 III 期，A級墓葬傳統的銅鼓、貯貝器等社會意義空洞化，而 B級以下墓葬的漢式器物逐漸普及，整體而言漢式器物象徵的「制度的威信」已建立，促使漢式墓葬的出現與權力結構的重組。 此外，性別議題也是滇國研究的重點。除了李潤權和姚輝芸的統計分析都顯示出滇國男女兩性在隨葬品的使用上有不同的偏好 （或至少存在兩類互斥的隨葬品） 外，也有多位學者從青銅藝術母題上得出男女兩性有不同的性別分工，男性以狩獵、作戰和騎射為主，女性則是以紡織為主，而這種分工也反映在隨葬品的差異上（Chiou-Peng 

1985, 2004；Rode 1999, 2004）。今村啟爾透過與《魏志‧倭人傳》中邪馬台國記述的類比，主張滇王國可能同時存在男性與女性權力者的情況，前者負責的是政治、外交和戰爭等場域，而後者則是農耕、紡織、宗教和儀禮等場域（今村啟爾 1992）。 這些對於滇國及滇文化的研究主要都是根據考古墓地發掘出土的材料而來，相當程度上補足了漢代文獻無法呈現的文化及社會結構。然而相對而言這些研究仍有兩個較大的遺憾，其一是目前的考古發掘都是以墓地為主，幾乎沒有關於生活聚落的訊息，其二則是研究重點主要是墓葬的隨葬品，但都忽略了墓地的空間訊息。關於第一點只能期待未來的考古發現，而本文針對第二點，試圖以羊甫頭墓地為例，將空間分布的問題列入討論。 

羊甫頭墓地 羊甫頭墓地位於中國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小板橋鎮的大羊甫村，東經 102°77’，北緯 24°66’，海拔高度 1926公尺，北距昆明城區四公里，西臨滇池四公里（圖 1）（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2001：4, 2005：1）。羊甫頭墓地分佈在一個饅頭形緩丘上，墓地總面積約四萬平方米。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志願飛行隊「飛虎隊」曾選擇羊甫頭做為臨時墓地，最多時曾臨時安葬 960 棺。這些飛虎隊的墓葬破壞了部份原有的羊甫頭墓地，可惜並未有當時出土器物的紀錄。 

1973 年時，中國空軍部隊在羊甫頭山興建空軍醫院時曾出土過零星銅器，部份出土物由雲南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採集收藏。九○年代初期空軍醫院遷至城區後將原場地移交昆明武警邊防學校使用。1997年 11月昆明武警邊防學校擬在緩丘西半部建一訓練場，在施工時發現墓葬，隨即引發大規模的盜掘達半年之久。一直到 1998 年 4 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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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舉報後，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昆明市博物館及官渡區博物館進行勘驗確認為一青銅時代的大型墓地。於是在 1998到 2001年間進行三次發掘，共發掘約 15000平方米的範圍。 這三次的發掘總共發掘出各時期墓葬 846 座，發掘報告依年代將其區分為滇文化（戰國至西漢末東漢初，共 810 座）、漢墓（東漢時期，共 28 座），以及明清墓 7 座（圖 2）。由於酸性土壤的腐蝕的原因，葬具及人骨多無法保存下來。隨葬品方面相當豐富，約計有 6000 多件，以銅器及包含銅鐵合製器為主（包括兵器、儀仗器、生產工具、生活用具、樂器、裝飾用具及車馬器等），陶器次之（包括釜、罐、盒、尊、甕、缽、鼎、豆等陶容器及紡輪等工具）。許多墓也出土玉、石、瑪瑙器等物品，M19 及
M113 兩座墓中出土較多的漆木器。另也有少量的鐵器出土。整體而言，羊甫頭墓地是目前滇文化墓地中出土墓葬及隨葬品最為豐富的一座墓地。 

 

 

 

 

 

 

 

 

 

 

 

 

 

 

 圖 2  羊甫頭墓地墓葬分佈圖（僅限 1至 8段及無法分期的墓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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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本次分析的墓葬僅限於滇文化時期的墓葬，大致上的時間從戰國中期到西漢末年，最遲不過東漢初年，也就是發掘報告中所分的 1至 8段。報告中指出此時期墓葬共有 810座墓，但所附資料中M672-M675及M677-M680疑似印刷排版疏漏，未有資料印出，實際分析墓葬為 802座。報告中的分期主要是以疊壓打破關係，以及隨葬品的風格判斷。由於並非每座墓都能肯定其分期，因此 802座墓中有 399座墓被列入無法分期的類別，但這些墓都屬於 1至 8段的墓，而我們進行統計分析時是將 1至 8段同時考慮，因此將這些無法分期的墓也全部列入計算。 在進行分析之前，我們將發掘報告中的隨葬品依其功能區分為武器、工具、紡織用具、陶器、禮樂用具、各式飾品，及其他等七類。分成這七個大類的原因是依據過去李潤權（Lee 1996, 2002）及姚輝芸（Yao 2005, 2008）的統計中，特別是武器、工具、紡織用具等是區別滇文化中社會階級和性別最主要的指標，但過於細微的分類將不利於本文要進行的空間分析。在資料輸入完成後我們也對羊甫頭的墓葬進行初步的群聚分析、主成份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確認這些分類確實是區別羊甫頭墓葬的主要因素。 在這些隨葬品中，武器類包括青銅攻擊武器（劍、矛、戈、斧、鉞、鏃、劍鞘、箭箙、鐓、啄及戚等）、青銅防禦武器（頭盔、臂甲、頸甲、盔甲、胸甲、腿甲及甲片）、鐵攻擊武器（銅莖鐵劍、銅柄鐵劍、鐵劍、劍鞘、銅骹鐵矛、銅銎鐵矛、銅內鐵戈、銅銎鐵戚、銅銎鐵斧及鐵斧）及石鏃等。工具包括青銅生產工具（錛、鑿、斤、錘、錐、削、鋤、鍤、長鐮、耙、卷刃器、爪鐮、鏟及刻刀）、鐵質工具（鐵削、銅柄鐵削、鑿、銅銎鐵鑿、銅銎卷刃器、環首刀、爪鐮及斤）和石質工具（礪石及石錛）。紡織用具涵蓋幅撐、漆木幅撐、漆木打緯刀、卷經杆、卷布軸、夾、分經棍、紡輪（包括陶質、石質及瑪瑙）等。陶器包括各式的陶容器（釜、罐、盆、尊、甕、盒、器蓋、豆、杯、缽、瓶、支座、鼎、碗、器座、彩陶罐）及其他陶器（如不明陶器、彈丸及牛羊陶偶等）。禮樂用具是各式儀仗用具（如人形銅仗、魚形銅仗、無齒狼牙棒、帶齒狼牙棒、矛形儀仗器、叉形儀仗器和雙鉞形儀仗器等）、馬具（青銅馬頸甲、銅鈴、三通、當盧、節約、轡飾及銅策）、樂器（如蕭、葫蘆苼、鼓）和各式漆木器（漆木柲、漆木用具、木雕漆器、木箭箙、漆木杯、漆木勺、漆木壼、漆木豆、木跪坐女俑、漆木仗頭、漆木孔雀、漆木牛、竹梳、漆木祖、不明漆木器等）。各式飾品則是包含銅質（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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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腰扣、銅鐲、帶鈎、銅環、銅扣及銅釧）、玉石材質（如瑪瑙扣、瑪瑙珠、瑪瑙管、瑪瑙玦、玉鐲、玉玦、玉珠、玉管、玉墜、牙形玉器、銅柄玉器、綠松石珠、綠松石扣、綠松石管、石墜、石管、琉璃珠、水晶飾珠、孔雀石扣等），陶質（陶鐲和陶飾品），和骨質（骨器和漆骨飾品）等身體或衣飾飾品。而其他類別中所包含的品項則較為繁雜，包括所有無法被歸類為上面五類的器物，其中以金屬器為主，種類雖然多，但實際器物數量卻較少，像是青銅容器（銅釜、銅罐、銅鼎、銅盆、銅勺、銅杯、貯貝器）、青銅生活雜器（銅夾、銅鏡、銅研磨器、銅枕）、無法確定用途銅器（銅琵琶形器、青銅鐲形器、銅泡、銅十字形器、銅管、銅棒、銅牛、魚尾形器、銅片、不明銅器等）、金泡、銅錢及少量不明石器與石料。表 1說明了不同時段各類別的器物的數量分布。 表 1  羊甫頭遺址不同時段各類別器物數量分布 

   類別 時段 
武器 工具 紡織 陶器 禮樂 飾品 其他 總和 

1 215 51 2 37 8 81 20 414 

2 116 23 9 46 4 42 7 247 

3 229 62 30 132 1 121 19 594 

4 212 87 48 188 4 157 27 723 

5 407 124 28 171 83 237 54 1104 

6 155 50 43 195 2 102 24 571 

7 331 105 76 250 11 270 65 1108 

8 198 61 39 107 0 174 52 631 無法分期 262 160 179 512 0 285 64 1462 總  計 2125 723 454 1638 113 1469 332 6854 

 在尚未開始進行空間分析前我們先對羊甫頭墓地的空間分布進行大略的檢視。圖 2是將羊甫頭墓地第 9 及 10 段（東漢時期），以及明清時期墓葬去除後的墓葬空間分布圖。從圖上我們大致可以將這些墓葬分為西、西南、南、東北、東南及北等六個區。如果我們依序將這些墓葬依其時段給予不同顏色時就會發現，這六個分區很可能在墓地開始形成時便已出現，每個分區都從第 1 段開始就有零星的墓葬，並隨時間逐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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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羊甫頭墓地的例子中，我們先以 Moran's I 來檢定各類別之陪葬品，於全域空間上是否呈現隨機分佈。倘若確定其呈現群集現象（clustered）再以 Local G*檢定何處為熱區（hot spot）或冷區（cold spot）。相關的原理如下： 

Moran's I 根據 Bailey and Gatrell（1995）, Moran’s Index 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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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資料點數量 

yi ：個別位置時之變數值 

yj ：其他位置時之變數值 

y：變數之平均值 

Wi,j : 權重 

 當 Moran’s I值大於 0為正相關，小於 0則為負相關，且值越大表示空間分佈的相關性越大，即空間上有聚集分佈的現象。反之值越小表示空間分佈相關性小，而當值趨於 0時，即代表此時空間分佈呈現隨機分佈的情形（陳慈仁 2001；Conolly and Lake 

2006: 158-162；Wheatley and Gillings 2002: 131-132）。為了瞭解此分佈是否通過統計檢定，需另將 Moran’s I 值標準化，並經由統計檢定與隨機分佈的情況進行比較，當沒有空間群集分佈時的 Moran’s I期望值可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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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假設之下，I的變異數可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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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分佈為隨機分佈時，Moran’s I 標準化的 Z分數可以下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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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虛無假設乃為檢定的屬性分佈呈隨機分佈，因此當 -1.96 < Z（I） < 1.96, 則不拒絕虛無假設（在 5%的顯著水準下），或是-2.58 < Z（I） < 2.58（在 1%的顯著水準下），則可謂此分佈與隨機分佈無顯著差異。當 Z（I） > 1.96時（5%顯著水準）或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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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 2.58（1%顯著水準），則此分佈為群集（clustered），當 Z（I） < -1.96（5%顯著水準）或 Z（I） < -2.58（1%顯著水準）時，此分佈為分散（dispersed）。  

Local G* （Getis-Ord General G） 由全域分析中，只能掌握點之分佈情形，無法描述點與點之間的相關影響性大小，因此需藉由區域分析計算空間自相關（Spatial Autocorrelation）。本研究採用 Local 

G*指標（Getis and Ord 1992；Mitchell 2005）來進行分析。Local G*指標之判斷群集方式與上述之全域分析相同，在此所表現的物理意義乃是是否有呈現熱區（hotspot）與冷區（coldspot）現象。當該點標準化的數值越高，即代表該區域的統計數值高，且周邊的數值也高，形成一個聚集的熱區，反之則為冷區。該數學式關係以式（6）與式（7）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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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wij：各點之距離權重 

xi：不同位置點之值 

xj：在 i 位置時，其他點所對應之最短距離 

ZG：各點標準化後的值 
E [G]：G 統計量的期望值 
V [G]：G 統計量的變異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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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討論分析討論分析討論分析討論 我們先以 Moran’s I檢定全域是否存在空間自相關的情況（表 2）。其中除了陶器用品通過 Moran’s I 的顯著性檢定外，其餘器物的全域空間自相關並不顯著。由於全域的空間自相關並未考慮局部地區的變異情況，無法明確計算出聚集的空間位置，因此仍須藉助局部的空間自相關指標（Local G*），協助判斷空間熱區與冷區的位置與自相關強度，並與 Moran's I的結果比較。 表 2  各種類別器物的 Moran’s I檢定值 變數 Moran's I p-value 隨葬品總數 0.01 0.15 武器 0.01 0.17 工具 0.01 0.20 紡織用品 0.00 0.67 陶器 0.06 0.00 禮樂用品 0.00 0.09 各式飾品 0.01 0.26 其他 0.01 0.18 在 Local G*的檢定中，各種隨葬品總和（圖 3）、武器（圖 4）、工具（圖 5）、禮樂用品（圖 8）、各式飾品（圖 9），及其他類（圖 10）的空間分佈呈現較為一致的現象。我們發現這些器物在南區墓群中呈現較高的熱區，其餘北區和東南區的墓群也呈現略高的熱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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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各種隨葬品總和之 Local G*檢定結果 

 

 

 

 

 

 

 

 

 

 

 

 

 圖 4  武器之 Local G*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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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5  工具之 Local G*檢定結果 

 

 

 

 

 

 

 

 

 

 

 

 

 圖 6  各種紡織用具之 Local G*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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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  陶器之 Local G*檢定結果 

 

 

 

 

 

 

 

 

 

 

 

 

 

 圖 8  禮樂用具之 Local G*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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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9  各式飾品之 Local G*檢定結果 

 

 

 

 

 

 

 

 

 

 

 

 

 

 圖 10  其他類之 Local G*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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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的墓群包括了 M19、M99、M101、M102、M106、M113、M115 等大型及中型墓葬，這些墓葬的隨葬品數量都遠高於一般墓葬，我們若以武器為例（圖 11），出土
22 件武器至 253 件的墓葬大都在此區。工具（圖 12）的情況也相同，含有 6 件以上至
77 件工具的墓葬也都僅出於此區。在考量它的墓穴空間及相關的隨葬品數量下，我們或許可以將此區視為羊甫頭墓地中社會地位較高的一群。雖然北及東南的墓群也呈現略高的熱區，但其數量較低且分配較為平均。 但是紡織用具的空間分佈則呈現出不同的現象（圖 6）。雖然各墓群都有個別墓葬出現高於 2.5個標準差的熱區，但相對而言介於 0.5到 2.5個標準差的墓相當平均分布在每個墓群，此時我們應再檢視紡織用品的性質及數量。在羊甫頭墓地中絕大部份的紡織用具是陶紡輪，且多數有陶紡輪的墓都只有一件到兩件，沒有三個紡輪的墓。如果紡輪帶有性別分工上的差異，墓葬中紡輪的有無可能象徵性代表墓主的性別分工性質，其數量的多寡與社會地位或財富無直接的關聯。 另一個有趣的現象則是南區墓群。此區只有少量墓葬有紡織工具，基本上不像其他區有散落分布的情況。以 M113為例，此墓擁有最多的武器（254件）、陶器（26件）、禮樂用具（83件）及各式飾品（145件）等，但也有最多的紡織用具（4件）。原發掘報告可能因同時有武器及紡織用品而認為此墓為男女合葬墓。值得注意的是其紡織用具為兩件青銅幅撐、一件青銅卷經杆及一件卷布軸，其中並未包含紡輪。石寨山及李家山墓地出土各一件器蓋上雕鑄有紡織場面的貯貝器，呈現了女性貴族監督其他女性進行紡織的景象。不少學者都指出這顯示女性貴族並不直接涉入紡織生產的工作（Chiou-Peng 1985, 2004；Rode 1999, 2004）。姚輝芸的研究也指出李家山及石寨山墓地未見陶紡輪的原因可能是因為這兩個墓地墓主的社會地位較高，而紡輪的使用可能與社會地位較低的婦女有關（Yao 2005）。由此來看，羊甫頭墓地內部可能存在不同的社會差異，一般婦女用紡輪，而社會地位較高的婦女（南區墓主）則不用紡輪，或使用紡輪以外的紡織用具作為陪葬，因此南區墓群紡織工具相較其他墓群而言較不集中。 陶器則呈現另一種分布情況（圖 7）。俵寬司的研究指出包括太極山、五臺山、天子廟、石碑村等滇池北半部墓地陶器類的隨葬品數量明顯高於滇池南半部的石寨山和李家山遺址（俵寬司 1998），而位在滇池北半部的羊甫頭墓地也具有類似的情況，有部份墓葬有較多的陶器（以陶容器為主）。羊甫頭墓地中陶器數量最多的墓可達 26個，最少的則一個未見。從陶器的數量差距來看，它所代表的意義應與紡輪或腰扣這類可能只需一兩件代表墓主身份的隨葬品不同，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墓主的社會經濟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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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11  武器類分佈圖 

 

 

 

 

 

 

 

 

 

 

 

 

 

 圖 12  工具類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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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看 Local G*呈現的結果（圖 7），我們不難發現南區墓群再次呈現較高的熱區，部份墓呈現冷區的原因是發掘時便已是被盜空的墓穴，顯示此區墓主累積較高的財富。相對而言，東區墓群也同樣呈現較高的熱區，顯示不同的墓區間的財富累積的情況不同。 如果我們把所有的隨葬品考量進來後，南區墓群為最顯著的熱區（圖 3），不管是從個別種類器物或是整體來考量，都顯示南區的墓群在墓地中有其獨特性。從其墓穴大小、隨葬品的多寡及種類來看，南區墓群應屬於羊甫頭墓地中社會地位較高者。 北區與東南區墓群在墓葬數目上相差不遠，隨葬品方面不管是總數、武器、工具或禮樂用品方面皆無明顯之差異，顯示這兩群墓主們的社會地位可能相差不遠。但如果考慮東南區墓群的陶器呈現明顯熱區的情況，或許東南區墓群的經濟狀況略高於北區墓群。而西、西南及東北區墓群的數量較少，除紡織用品外大多呈現冷區現象，可能是較為社會地位較低，且經濟狀況較差的群體。 整體而言，雖然 Moran's I 對於全域的空間自相關檢定未達統計顯著性，但透過考慮地區變異的局部 Local G*檢定，我們可以對羊甫頭墓地與其社會結構有更進一步的理解。整個羊甫頭墓地所代表的社會大致可以區分為六個群體，我們目前難以確定與這些群體相對應的社會單位為何，但每個群體內部應有較為強烈的血緣和承繼關係，因此在死亡後有明顯分區埋葬的趨勢，這點我們可以從第一到八段六個墓群分別擴張成長看出。而這些群體之間的社會地位和財富可能有所不同，其中南區墓群屬於羊甫頭社會中地位較高的貴族階層，同時其經濟條件也較高，其他墓群彼此的社會地位可能相差不遠，但可能因人丁興旺程度或其他原因而在經濟狀況上有所差異，例如東南。 

 

未來研究展望 這次的研究是第一次運用地理資訊系統的空間統計技術對中國考古學單一墓地進行空間分析的嘗試。從這個嘗試中我們發現透過空間自相關統計的技術確實能幫助我們從龐雜的考古學資料中提取出有用的訊息，並且在分析時應同時考慮全域（Moran's I）和局部區域（Local G*）的分析。而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也發現許多進一步可以再做分析的方向，例如在不損及統計效度的前提下，將器物做更精細的分類，使其所代表的社會意涵能更為突顯。我們甚至應該回過頭將過去學者研究過的墓地都重新再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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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將空間因素考慮進去後做不同墓地的比較，這些都是我們未來可以努力的可能性。我們也希望這樣的嘗試能得到更多的意見與指正，使地理資訊系統的技術在考古學的應用能更進一步深化。 

 

附  註 

1. 《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將莊蹻入滇的時間由楚威王時期改為頃襄王時期（298B.C.-263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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